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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２０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进展

段　炼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现代性；观念史；社会转型；新文化史；报刊史

［摘　要］近２０年来，在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域，中

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进展，也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

究范式。一方面，多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带来研究视野的转变，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另一方面，社

会科学研究理念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

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
究在深化原有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的同时，也在传承与创新中呈现出更为多姿多彩的样貌。思想史
研究逐步探究思想背后的社会和文化因素，聚焦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复杂历史图景。具体而言，在观
念史研究、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研究、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结合研究以及报刊
史研究等五个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成果，极大地丰富了近２０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内涵，也
拓展出诸多新议题与新理念，在大陆、港台、日本、欧洲、美国等地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史研究范式。

一　“多元现代性”视野下的观念史

对于近２０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一个较为深刻且被学界广泛接受的观念转变，是“多
元现代性”理念的兴起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日益开放以及与世界交流的不断深入，曾一
度支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思想界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一元化线性史观开始为研究者所反思并逐步得到
修正。对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思想观念多元化及其内在张力的分析，对于现代理念与传统价值之
间复杂关联的深度阐释，奠定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视野。大致来说，
“多元现代性”理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逐步确立，包含学术界对于以下两个认识论意涵的
接受。
第一，过往研究者大多习惯于将近代中国的历史，理所当然地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进程。

实际上，近２０年来的思想史研究表明，近代中国对于“现代性”的探寻与实践，不应等同于对历史上欧
美国家“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应将其视为一个包含多重意义、有其自身种种面相的“复数”概念。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以罗荣渠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逐渐建立起“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并
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②。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由许纪霖、陈达凯组织国内部分人文社科学者撰写的
《中国现代化史》一书，可以视为对这一观念演变的起点之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为中国思想界反思
启蒙，反思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和模式，提供了一个元理论层面的思考焦点。现代性的问题意
识首先改变了将启蒙看做是一个光明的解放过程，同时也指出了启蒙的内在限制和压抑的性质。其

·７０１·

①

②

关于“多元现代性”问题的理论阐释，参看艾森斯塔特（Ｓ．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反思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
版；萨赫森迈尔（Ｄｏｍｉｎｉｃ　Ｓａｃｈｓｅｎｍａｉｅｒ）、理德尔（Ｊｅｎｓ　Ｒｉｅｄｅｌ）、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化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
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及台湾学术界对于“多元现代性”议题的理论内涵及其
历史实践的思考，参见许纪霖主编：《现代性的多元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张治江、安树彬：《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述评》，《理论导刊》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



次，不是将现代化看作是一元单线历史目的论的产物，而是将其置于多元的空间关系里面加以理解。
这样的多元现代性为中国的现代性思想提供了另外一种想象的空间。”①

第二，“多元现代性”理念提示思想史研究者，回到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尝试“从中国本身发现历
史”。在一定程度上，这一议题源自美国学者柯文（Ｐａｕｌ　Ａ．Ｃｏｈｅｎ）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
观在美国的兴起》②引发的反思。该书试图修正费正清对于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冲击－回应”
的解释模式。柯文提出，我们需要“超越传统与现代”，从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是外力（外因）来看
待近代中国的历史。而这一理念的提出，使得“传统”的知识体系（如“四书五经”）、价值观念（如“天
下”观念）、信仰形态（如道教、佛教），在研究者重审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时，其角色、定位
与意义都发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转化。比如，郑大华就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
而非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
生于这一时期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性。中国传统
社会和传统思想向现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
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进的③。这足以解释，为何美国学者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虽
然只是对于晚清小说的专业描述，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同样引发广泛深远的反响④。可以
说，如何立足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
的内外互动，成为近２０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
当思想回归多元现代性的历史，而非今人的“后见之明”，近代中国研究中一系列似有定论的观

念，开始呈现出更为纷繁复杂的面相。比如，关于“民族、国民与国家”以及“民族主义”的想象、体验与
言说，是影响近代中国思想和社会进程的核心议题。许纪霖的《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
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沈松侨的《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罗志田的《理想与现实：清
季民初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沙培德的《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杨芳燕的
《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涵》等论文⑤，都谈到民族主义是近代
中国转型时代政治与文化危机的产物。民族主义虽然不是中国传统的产物，但它的形成仍然受到传
统汉族的族群中心意识的影响。同时，它表现的形式可以是政治的激进主义，也可以是文化的保守主
义。
随着晚清以来进化论的广泛传播与西学新知的普及，科学“公理”开始形成对儒家“天理世界观”

的强劲挑战。汪晖的《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王中江的《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
式———以“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高瑞泉的《进步与乐观主义》、姜义华的《生存斗争学
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许纪霖的《现代性的歧路———清末
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等论文⑥，展示了“进化”的观念以及“科学”的观念，是如何在近代中国
的历史脉络中得以传播与接纳，又是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宇宙观、价值观与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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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陈达凯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４页。

柯文（Ｐａｕｌ　Ａ．Ｃｏｈｅｎ）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版。

郑大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前沿诸问题》，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第２６～２９页。

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９页。

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４期；沈松侨：
《国权与民权：晚清的“国民”论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２００２年１２月；罗志田：《理想与现实：清季民初世界主义与
民族主义的关联互动》，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
公司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７１～３１４页；沙培德：《清末的国家观：君权、民权与正当性》，刘擎编：《权威的理由：中西政治思想与正当
性观念》，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２６～１６３页；杨芳燕：《道德、正当性与近代国家：五四前后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及其意
涵》，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８５～３１７页。

汪晖：《公理世界观及其自我瓦解》，《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９年第３期；王中江：《清末民初中国认知和理解世界秩序的方式———以
“强权”与“公理”的两极性思维为中心》，《新哲学》２００８年第４辑；高瑞泉：《中国现代精神传统：中国的现代性观念谱系》，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姜义华：《生存斗争学说的中国演绎与兴替———近代中国思想世界核心观念通检之一》，《史林》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个人”与“自我”观念的兴起，是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群己”关系的一次重要变革。许纪霖
的《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王汎森的《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
我”与“政治”》、周昌龙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个人主义的诠释》等论文①，剖析了近代中国“个人”观
念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从“群己关系”来看待“自我”的历史文化传统当中，近代
中国的个人又呈现出何种独特的样貌。

“自由”与“民主”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也是引发近代中国数代知识分子聚讼纷纭的热点议题。

章清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略论晚清中国对“自由”的阐述》、杨贞德的《自由与自治———梁启超
政治思想中的转折》、黄克武的《近代中国转型时代的民主观念》、童世骏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民
主”观念———一个以李大钊为主要文本的讨论》等论文②，集中讨论在新旧转换的近代中国，作为现代
观念的“自由”与“民主”，立足点是“国家”还是“个人”，实践方式是“调适”还是“转化”，不同的知识分
子有着不同的言说与实践。而这些言说与实践的选择，又给中国人追求自由与民主，带来极为复杂的
后果。

金观涛、刘青峰的《从“群”到“社会”、“社会主义”———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变迁的思想史研究》、王
汎森的《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陈弱水的《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
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黄克武的《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明末至清末中国公
私观念的重整》等论文③，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崩解之时，借助对“民
间社会”与“公共领域”等观念的思考与实践，尝试重建社会重心的思想努力。

围绕意识形态与“革命”的观念，陈建华的《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王远义的《宇宙革命论：

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刘季伦的《敢教日月换新天：儒教传统
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以及《自由主义与中国共产革命———两种理念的比较》等论文④，阐述了在一个
日趋激进的时代里，暴力革命不仅是知识分子心目中建构政治秩序的最终方式，也是重塑意识形态和
心灵秩序的最终选项。简言之，正是基于对“多元现代性”理念的接纳、完善与扩充，近２０年来，近代
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于一系列观念史议题的认知。

近２０年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交叉，也在方法论上影响到中国近代观念史研
究。特别是在一个信息海量涌现的“大数据时代”里，如何将日渐成熟的计算机与互联网的检索技术，

应用到处理层出不穷的史料电子文本之上，成为部分观念史研究者关切的焦点。部分研究者相信，如
果能对某一时期历史文献当中的关键词，进行精确的计量分析，就能较为客观地反映该词语所代表的
普遍观念的使用和普及程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由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观涛、刘青峰及其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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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思想中的转折》，《转向自我：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个人》，台北，中研院文哲研究所２００９年版；黄克武：《近代中国转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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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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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重建》，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９～１１２页。

陈建华：《论现代中国“革命”话语之源》，《“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２
页；王远义：《宇宙革命论：试论章太炎、毛泽东、朱谦之和马克思四人的历史与政治思想》，《五四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台北，政治大学文学院１９９９年版；刘季伦：《敢教日月换新天：儒教传统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
报》２００４年第５期；刘季伦：《自由主义与中国共产革命———两种理念的比较》，刘擎、关小春编：《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思
考———“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研讨会论文集》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５５～１９８页。



队所建立起的１８３０年至１９３０年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专业数据库，共计一亿两千万字。他们利
用这一数据库，发表了数篇以“共和”、“民主”、“权利”、“个人”、“社会”、“经济”、“科学”等关键词为分
析对象的论文，探讨这些重要的现代观念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变以及它们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在其新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①与《中国近现代观

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②一文中的介绍，自１９世纪末观念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关键词和语
言学、语义分析一直是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在中国思想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绝大
多数新器物、新事物、新知识、新观念的传入，往往可以用中文定名和翻译某个外来新名词来追踪。新
观念的形成也十分典型地呈现为新名词的出现和传播。数据库方法不仅可以为观念史研究提供更准
确的基础，而且下一步的分析梳理，还可以对以往某些公认的观点做出修正和质疑。
对于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词研究，也与这一时期对于涉及社会变迁与思想形塑的“新名词”

研究彼此激荡。黄兴涛在《“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③一文中，就对加强新名词背后
的话语分析与思想史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据研究者对近年来《历史研究》与《近代史研究》刊
登的相关论文考察，不少和语言研究密切相关的思想史论述已不断涌现。如高晞的《“解剖学”中文译
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谢放的《“绅商”词义考析》、马敏的《“绅商”词义及其
内涵的几点讨论》、王东杰的《国中的“异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鲁
萍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
罗志田的《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黄兴涛的《晚清民
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等文④，或通过考察西方传入中国的新名词，如“解
剖学”、“文明”、“文化”等，“或通过对中国已有词汇的变化，以展现近代国人思想、观念、认知的变迁，
同时使人能从中体察出中西文化思想交流之进程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近代转型的过程”⑤。

二　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

在变化万端的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之间密切的交流与互动，是思想史研究的深度所
在。２００８年，由耿云志主编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⑥，通过描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
迹，试图揭示社会转型的外在条件及其内在机制。９卷本丛书包括耿云志的《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
导论》，郑大华、彭平一的《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
代》，邹小站的《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郑匡民的《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王
中江的《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宋惠昌的《人的解放与人的发现：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多变》、
左玉河的《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张剑的《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分别围绕近代中国社会
文化转型当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社会结构及物质生活与文化转型之间的关系、外来文化的刺激与
影响、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近代科学体制的建立，展开各自的论述。
在耿云志所著《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中，作者特别指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有两个主

要趋势，一是世界化，一是个性化。“世界化，就是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
系”。有了开放的文化心态，才可能对文化的世界化有健全的认识：这就是把中国文化如实地看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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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史学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２期。

高晞：《“解剖学”中文译名的由来与确定———以德贞全体通考为中心》，《历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谢放：《“绅商”词义考析》，
《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马敏：《“绅商”词义及其内涵的几点讨论》，《历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王东杰：《国中的“异乡”：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旅外川人认知中的全国与四川》，《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鲁萍：《“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
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
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
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转引自王毅：《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

耿云志主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从世界文化中汲取于我们有益的成分，丰富和发展我们的文化，同时又把我们的
文化之优秀的东西贡献给世界，促进世界文化之进步。这种开放的世界化观念真正开始于近代中国，

最盛于新文化运动时期，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界是消化吸收新文化运动观点的阶段，也有继续
发展的成分。

“所谓个性化，是指解放人，解放人的个性，解放各人的创造精神。”个人解放作为近代中国思想文
化的发展趋势之一，真正开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个性主义实际上就是个人主义，即胡适所谓的“健
全的个人主义”，而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人的个性得到伸张，同时要对个人
的行为负责。新文化运动在个性主义的问题上，有三点重要的贡献。第一，提出了对个性主义的清晰
的界定：一是必须有个人意志自由，二是必须个人承担责任。第二，明确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民族
自由、群体自由的正确关系。第三，把个性主义、个人自由同民主制度的落实直接联系起来①。

近些年来，在对近代中国社会与思想变化的历史追踪中，研究者通过对新旧变迁的社会格局中
“权势转移”（罗志田语）的讨论，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联系在一起，也体现了近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
研究的新趋势。大体而言，围绕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三个面相受到研究者较多
关注。

第一，经典衰落导致知识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以工农士商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

因“西潮”冲击而发生的社会危机。罗志田在《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一文中，梳
理并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经典“去神圣化”与“去经典化”的现象，强调其背后实有一个从“无意识推
动”到“有意识努力”的发展进程，使得经典最终被排除在常规阅读之外，社会处于一种无所指引的状
态。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
体的不归路。自身文化立足点的失落复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
国文化的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②。

第二，科举废除导致士大夫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社会结构变迁即是思想演变的肇
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四民之首的士大夫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变迁中受冲击最大。科举制的废除
造成读书人无所归依，中国社会的重心逐渐丧失，传统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程度大大加剧。与此同时，

从晚清到五四，作为身处城乡之间和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分子，军人、工商业者、职业革命家等
新兴社群日渐崛起，开始通过报刊、学堂与社会团体等新的公共空间重建“社会重心”。罗志田的《近
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李仁渊的《思想转型时期的
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沙培德的《启蒙“新史学”：转型期中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范广欣的《从郑观应到盛宣怀：转型时代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许纪霖的《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
的“知识人社会”》等论文③，展现了近代中国新的知识阶层与新的思想论域的形成。

第三，社会的权势转移，也带来学术重心的偏移与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正统衰落、边缘上升是
从晚清到民初中国学术走向的重要特征。王汎森的《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有关“自我”的几
个问题》、葛兆光的《孔教、佛教抑或耶教———１９００年前后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王东杰的
《“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１８９５～１９０５）》、陈平原的《有声的中国———“演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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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耿云志：《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
刊》２００５年第１辑。

罗志田：《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见２０１２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
会论文，ｈｔｔｐ：／／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ｇ．ｓｉｎｉｃａ．ｅｄｕ．ｔｗ／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０３２／ｓｉｎｏ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ｎｏｒｅｐｏｒｔ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查阅）。

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
术》，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９１～２４１页；李仁渊：《思想转型时期的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报刊与新式出版业》，王汎
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３～５０页；沙培德：《启蒙“新史学”：转型期中的中国历史
教科书》，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５１～８０页；范广欣：《从郑观应到盛宣怀：

转型时代中国大学理念走向成熟》，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１０５～１３６页；许
纪霖：《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学术月刊》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



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潘光哲的《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１８９５～１９２５）》、陈建华的《１９２０
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等论
文①，均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观念形态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些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议题的思考，已经越来越多地将涉及中国的命

题放置到“世界”与“亚洲”等更大的框架当中，观察中国及其周边区域的互动。对于力图通过“走向世
界”寻求富强的近代中国而言，“世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而且是形塑读书人思想观念
及其历史实践的“文化概念”。葛兆光所著《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书，开宗明义地
提出新的思考：１８９５年以后，大清帝国开始从“天下”走出来，进入“万国”，不得不面对诸如“亚洲”和
“世界”这些观念的冲击。另一方面，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学界，对于“中国”、“亚洲”、“世界”的论
述升温，也波及中国大陆的学术界。这些地理概念，究竟在什么脉络和何种意义之下，可以当作“历史
世界”被认同和被论述②？
罗志田在《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一文中，则通

过分析梁启超的观念，认为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
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
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随着传统的“天下”观念在西力冲击之下逐渐转
型，“中国”从此需要放置在“世界”这一新的尺度下予以考察③。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中国近代思想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即以“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为主题展开讨论。许纪霖认为，传统中国
的“天下”观念具有双重内涵，既指理想的伦理秩序与典章制度，又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世界空间的想
象。晚清以后，当西方文明以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优越性来到中国后，以儒家礼教为核心的“天下主义”
开始转向另一种“新天下主义”，即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论。正因为对这一由西方支配的“新天下
观”的接受与反思，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理念，在形塑近代中国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过程中彼
此交织，共同发力。郑大华认为，近代中国人国家观念的转型基本上有两条主线，一是从“天朝国家”
观念向“主权国家”观念的转变，二是从“君主国家”观念向“民主国家”观念的转变，两条主线背后的推
动力分别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耿云志指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
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
弃古代的华夷观念；另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
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④。
在形塑近代中国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的过程中，东邻日本扮演了极其重要而又面目复杂的角

色。郑匡民在《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⑤一书中谈到，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来到日本，通
过大量阅读日本人的译著或著作来了解西方。而对“东学”（日本的思想学术）的研究，也使得西方文
化与价值观念，得以借日本的途径深入其思想，并通过其主持和参与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
说报》等大众媒体向中国传播，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本书详细分析福泽谕吉、中村正直、中江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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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有关“自我”的几个问题》，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
祝寿论文集》，１７１～２００页；葛兆光：《孔教、佛教抑或耶教———１９００年前后中国的心理危机与宗教兴趣》，《中国宗教、学术与
思想散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王东杰：《“反求诸己”：晚清进化观与中国传统思想取向（１８９５～１９０５）》，王汎森等：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３１５～３５２页；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
文章变革》，《文学评论》２００７年第３期；潘光哲：《中国近代“转型时代”的“地理想象”（１８９５～１９２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新
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陈建华：《１９２０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

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现代中文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１期。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４页。

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５期。

转引自曾科：《近代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第四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教学与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２期。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２００３年版。



加藤弘之、伯伦知理等日本学者的思想，如何成为梁氏形塑自身启蒙思想、新民思想、民权思想、国家
主义思想以及国家有机体论的思想来源、知识背景与传播媒介。作者进一步指出，梁启超所接受的西
方思想，其实是一种“日本化”的西方思想。进一步说，近代中国社会所受到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在某
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日本化”之后的西方思想。

沈国威在其《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以及新作《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
与共享》等论述中也谈到，１９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日本作为西方知识在东亚传播中介地位的确立，越
来越多的中国人通过学习日文与翻译日文书籍，获得对西方知识的了解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看，日
本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又成为一个时代脉动中的知识“生产机构”。通过审视１８７０年至

１９１９年的中日词汇交流，沈国威深入研究日本怎样成为向中国提供新知识的途径以及中国社会对日
语借词的反应和使用者的心态①。陈力卫在其《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
有》一文中也指出，现代汉语中存在不少日语的“外来新词”，其实最初是日本知识分子为了吸收西洋
文明，从而有系统地借用中文词汇进入日语系统。后来，却反而又被中国的留日学生原封不动地带回
中国，形成了中日词汇互用过程中的语义转换、分化、替代。陈力卫指出，汉语作为亚洲共识的平台，

为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共有提供了可能，而其语义形成过程的历史档案，则为后人的追溯和反思提供永
久的凭证②。

正因为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翻译行为成为了解双方知识传输与思想激荡的重要渠道，

也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者新的关切。狭间直树（Ｎａｏｋｉ　ＨＡＺＡＭＡ）的《“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
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注意到在日本明治维新的过程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民约论》）被
视为圣典，其译本甚多。而中江兆民则透过改日文译本为汉译本，使卢梭学说更加条理清晰，并经过
在“法国学塾”讲授卢梭理论，巩固了其“东洋卢梭”的地位③。黄克武的《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
和章炳麟的译作为例》，通过比较严复及章炳麟在译介社会学理论上存在的思想差异，观察中国近代
思想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他指出，清末有两种社会学的思想倾向。一种是严复与梁启超受到斯
宾塞的影响，采用调适取向来看待社会变迁；一种是章太炎受到岸本能武太的影响，采取转化取向的
社会学传统。这大致是１９４９年马克思主义盛行前最主要的两种社会学理论④。

王柯的研究关切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民族主义观念的形塑与日本因素之间的密切互动。在
《“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中，他指出中国人是在近
代鸦片战争后，才开始接触到源自西方的“ｎ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和“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等具有现代政治含
义的概念的，而中国人的这一接受过程又与留日学生和学者从日本出版物中吸收西方近代政治、经
济、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因为“同文”的缘故，使中国人在１９世纪末接触并开始接受日制
汉词“民族”。然而，“民族”一词开始普及并在中文中固定下来，还是要等到与“国民”概念结合之时。

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能够主动接收“民族”一词，不仅因为汉字相同，而且是因为与日本的近代民
族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⑤。而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的认知，其实也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日本
经验的接受密切相关。根据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一文的研究，日本追求单
一民族国家的历史，造成许多日本国民自己也相信了他们具有其他国民所无法比拟的民族优越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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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国威：《时代的转型与日本途径》，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第２４１～２７０页；沈
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版。

陈力卫：《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ｈｔｔｐ：／／ｗｅｎ．ｏｒｇ．ｃｎ／ｍｏｄｕｌｅ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ｖｉｅ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ｐ／

２１８７（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０日查阅）。

狭间直树（Ｎａｏｋｉ　ＨＡＺＡＭＡ）：《“东洋卢梭”中江兆民在近代东亚文明史上的地位》，２０１２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
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ｈｔｔｐ：／／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ｇ．ｓｉｎｉｃａ．ｅｄｕ．ｔｗ／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０３２／ｓｉｎｏ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ｎｏｒｅｐｏｒｔ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１０
月２日查阅）。

黄克武：《晚清社会学的翻译：以严复和章炳麟的译作为例》，沙培德、张哲嘉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１１～１７７页。

王柯：《“民族”，一个来自日本的误会———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实质的历史考察》，香港《二十一世纪》２００３年６月号。



而大言不惭地认为指导东亚以不受欧洲侵略是自己的天职。正因为这种所谓的“亚洲主义”，与日本
的国权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所以，包裹在亚洲主义中的民族优越感必然不断膨胀，
最终导致日本逐步成为侵略国家并在二战中走向了自身的毁灭①。

三　知识分子：公共网络与私人生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受世风与学风演变的影响，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里，传统研究视野中的思想
精英、革命领袖等“一线人物”呈现退潮之势，而原来研究不多的一系列“温和派”、“文化保守主义者”
（所谓旧派）、学术人物等“二线人物”，如杜亚泉、柳诒徵、陈寅恪、吴宓、梅光迪、梁漱溟、章士钊、陈序
经、张君劢、张东荪等，开始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１９９７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郑大华的《张君劢传》，聚焦于一度因意识形态原因落于思想史研究视
野之外的张君劢。郑大华指出，张君劢的思想很复杂，一是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追求，是一个政治上的
自由主义者。他推崇儒学思想，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同时，他一生追求社会主义，又是一个
社会主义者。通过张君劢思想世界中多重脉络及其具体而丰富的政治、文化实践，可以看到近代中国
知识分子紧张而丰富的心灵②。
江沛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中心探讨了“战国策派”的文化形态学理论。他认为，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

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受欧洲的文化形态学说的启发，雷、林等人力图建立一套独立的、对世
界及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及规律的认知体系。他们把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研
究，同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予以清理。雷海宗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
雷、林还认为，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世界，正处于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只有努力学习西方
先进文化，保持民族文化的个性，坚定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
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些主要的思想观点，被视为“战国策派”文化形态学理论的核心理念③。
正如王汎森注意到的，对于近代中国的许多“旧派人物”而言，所谓“进步”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

一种“堕落”与“破灭”。因此，在时代的潮涨潮落之间，旧派人物的“文化理想”也特别值得注意。经过
长期的积累沉淀，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理想”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常常是社会文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
但是旧读书人挂在口头上的始终是“理想上”应该如何。只要这“理想上应该如何”的心理不曾变化，
则不管现实的变化有多大，他们心目中仍将以这些“文化理想”衡量、评判现实，想尽一切努力回到那
个“文化理想”。所以，这些“文化理想”的内容是什么，旧派人物的思想世界与传统的“文化理想”的关
系为何，以及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情况之下，主流论述如何挑战或破坏这些“文化理想”，这些“文化理
想”的持有者又怎样回应这些挑战，都值得思想史家们深入探究。此外，研究者较多关注的是“新派”
人物的思想言行变化不停，但较忽略的是旧派人物的知识心态也在不停地变，也在以他们独特的思想
方式响应时局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罗志田的《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
社会变迁》、行龙的《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郝平的《〈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
民众生活：以太原为中心》、沈艾娣（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ａ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１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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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柯：《民权、政权、国权———中国革命与黑龙会》，香港《二十一世纪》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号。

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版；郑大华：《张君劢政治思想的演变》，北京大学高等研究院“张君劢与现代中国”研
讨会主题发言，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ＺｈｅｎｇＤａＨｕａ／２０１３－０８－２２－１５８３０５．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３日查阅）。

江沛：《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南开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４期。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７６～８６页。



１９４２》等著述①，通过对名不见经传的山西举人、“旧派人物”刘大鹏的研究，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个
案研究打开新的视野。几位研究者从刘大鹏的心态变化反观当时社会的变动。他们将知识分子的边
缘化以及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这一动态历史，纳入中国发展的内在理路和西潮冲击所导致的社会巨
变的脉络当中进行考察：一是阐述儒学传统在近代中国的嬗变———当儒家经典失去国家层面的正统
地位之后，它在民众心目中和日常实践中的角色如何变迁；二是阐释以山西乡村社会为代表的内地社
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边缘化和贫困化的过程。
随着知识分子个案研究不断丰富深化，知识分子群体和多元化思潮脉动的研究也得到了新的阐

释。多元思潮的汇流，对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聚合与解体，产生巨大冲击作用。作为思想的制
造者、传播者与实践者，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型与衍变、聚合与分离，也折射出思潮的涨落与近代中国社
会的新陈代谢。
高瑞泉在《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一文中，探讨了价值观念变迁与晚清知识分子之间

的关系。他认为，在观念系统围绕着“天人”、“群己”、“义利”（“理欲”）等范畴的争论而展开的过程，与
社会生活中传统知识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有着密切关系。从龚自珍开始，传统士大夫中的异端、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留学生和新式学校出身的知识者，先后成为价值观变革的主力。随着传统文人
集团的分化和价值观念的新陈代谢，士大夫没落和消失了，新型的知识分子产生了②。胡伟希在《乌
托邦的“否定辩证法”———对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运动的考察与反省》一文中认为，乌托邦型
公共知识分子的出场与登上历史舞台，是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历史的奇观。它开始是乌托邦观念
的制造者与提供者，后来成为意识形态的发言人与辩护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乌托邦话语到意识
形态话语的转变，意味着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谱系的断裂③。
桑兵的《２０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以及《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聚焦于１８９９至１９０５

年近代中国过渡时期新知识界的社团活动。通过对各派势力之间人事脉络的重新探讨，他借此观测
新知识阶层的地位动向与功能作用，及其所引起的士绅官民关系的社会变动④。而在《晚清学堂学生
与社会变迁》⑤一书中，作者在关注学生参与社会运动的群体表现的同时，着重考查他们的社会联系
及其在社会变迁各方面的角色、功能和作用，使得学术界对近代学生群体的认识，增加了五四以前的
重要一段。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一书则指出，学界对留日学生的过往研究，大多注重留学
生与革命党人的关系。其实，晚清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之间，同样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忽视
留日学生对革命的贡献，就不能很好地解释辛亥革命。同样，忽视留日学生对清末新政的贡献，也就
无法很好地解释这段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⑥

现代学术文化机构的聚集效应与学术生产机制，对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群体与学术共同体的形
塑，同样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反过来说，依托于这些学术机构、文化团体的学人群体，也深刻地影响
了近代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发展。陈以爱在《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
心的探讨》一书中，对于北大“国学门”历史的阐述表明，国学门的成立是“整理国故”运动中一个重要
的环节。而这一学术运动的兴起与扩展，同样是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中心课题⑦。又如，谢泳在《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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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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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新竹《清华学报》１９９５年１２月；行龙：
《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清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郝平：《〈退想斋日记〉所见抗战时期的民众生活：以太
原为中心》，《史林》２００５年第４期；沈艾娣：《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１８５７～１９４２》，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Ｈｅｎｒｉｅｔｔａ　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Ｔｈｅ　Ｍａｎ　Ａｗ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　Ｄｒｅａｍｓ：Ｏｎｅ　Ｍａｎ＇ｓ　Ｌｉｆｅ　ｉｎ　ａ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１８５７～１９４２．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高瑞泉：《近代价值观变革与晚清知识分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胡伟希：《乌托邦的“否定辩证法”———对２０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运动的考察与反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６
期。

桑兵：《２０世纪初国内新知识界社团》，许纪霖编：《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０３～２２２页；桑
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会团体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

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①以及一系列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中，展现了抗战时期
这一特殊学人群体的形成、发展与瓦解的过程。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贡献，不仅在于它为抗战时
期以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它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学
术、教育与人才培养的范例。
近些年来，在知识分子的学术思想、政治取向、社会活动等较为宏大的研究领域之外，过往被忽略

或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私人生活面相，包括生活趣味、朋友交际、家庭婚恋、情感心态、意志品质、价
值抉择等，也逐渐纳入知识分子研究的范畴。这一系列新的思想史研究，既展现出更有趣味、更栩栩
如生的读书人形象，也通过私人生活与公共空间的沟通，极大地丰富了对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理解。
对于知识分子私人生活的研究，主要依托于学术界在两个方面的拓展，一是研究对象个人新材料

（如日记、书信、佚文）的发掘，二是研究者对于知识分子观察视野的日渐开放。余英时在《未尽的才
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中，以相当长的篇幅，专论日记中展现的顾颉刚和谭慕愚之间鲜为
人知却绵延数十载的一段情缘。“从《日记》所见，谭已不失为一位出类拔萃的现代女性。而终日在故
纸堆中出入且又谨言慎行的顾颉刚，竟是一位浪漫的情种。”余英时指出，如果不将这一段情缘揭示出
来，我们便不可能看清顾颉刚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来面目②。
更多的研究者则注意到知识分子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区隔与互通。公私领域的行为有其

相互重叠的所在，并非截然可分。江勇振在其《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中，全面梳理胡
适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从胡适这颗“太阳”以及围绕着他的那些“月亮”（江冬秀、曹成英、韦莲司）和
“星星”（徐芳、陆小曼、罗慰慈等）的爱、恋、嗔、痴中，揣摩并反观胡适的情感历程③。在英文版的《男
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江勇振强调说，胡适在他所谓“私”领域里的行
为，包括他对婚姻与爱情的处理方式，与他在“公”领域（政治参与）里的作为是息息相关、有其共同的
模式可循的，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胡适之所以能够如此从容地来回于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之
间，除了证明文化有规约个人行为的强大力量以外，也同时显示胡适在处世方面把握大处、不拘微末
的圆通高明。
黄克武在《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一书中，从私人生活与文化趣味的侧面，讨

论严复生活与思想之中所映照出的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曲折历程。通过这些私人生活面相，可以看
到，一方面，严复大量引介西方现代学术与现代国家体制结合而成的现代性方案，另一方面，他的思想
当中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启蒙”面相，却很矛盾地掺杂了许多“反启蒙”的因子———如吸食鸦片、
纳妾、参加科举、以古语翻译新词、参加“灵学会”主张“灵魂不死”等事迹。在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影响
下，严复的思想世界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其内在的凝聚、一致的特点④。

四　新文化史与思想史汇流

受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部分研究成果，从对象到方法、从视野到理念，都
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研究者逐步将视野扩展到精英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之外，开始关注边缘与
下层人士的日常生活，关注大城市与通商口岸之外的内地县域乡村的地方微观历史经验。这使得思
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于政治思想、精英文化和哲学观念，逐步转向探究社会当中
的大众文化和集体心态。
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尝试从社会最底层的芸芸

众生的角度，观察人民在改良、革命以及社会动乱中的遭遇与思想观念的转型⑤。他的另一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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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与衰落》，许纪霖编：《２０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９３～４０６
页。

余英时：《未尽的才情：从〈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７年版。

江勇振：《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新星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

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１年版。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１８７０～１９３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１９００～１９５０》，通过研究成都街头随处可见的茶馆，考察２０世纪
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迁①。王笛指出，以成都茶馆里的谈话为资料，探究思想史上“失
语”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时，应尽量区别什么是下层思想，什么是由精英记录和描述的下层思想，以
尽量接近真实的下层民众的思想观念，才能更清晰地揭示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社会改良者以及地方
政治三者之间的主要关系②。
对于民间思想或者说“一般思想”的关切，同样贯穿于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③及其《思想史研究

课堂讲录》④的始终。葛兆光强调，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既做加法，也做减法”。当“文明”在各种生活
领域以“新”获得正当性的时候，“不文明”或“野蛮”就只有作为“旧”，在很多生活领域当中悄悄退出。
思想史把这些被认为“有意义”的新东西陈列出来，显示思想的“进步”、“发展”或“演变”。这种思想史
的叙述被称为“做加法”。不过，在思想的实际历史中，却并不只是做加法，同时也在“做减法”。所谓
“做减法”是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葛兆光指出，正是从这
些思想或观念在主流社会和上层精英当中渐渐减少和消失的过程里，可以看到过去被遮蔽起来的历
史⑤。
另一方面，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的结合，使得研究者开始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

语言学、文化研究等），探讨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如何借助知识文本、感性认知、
节庆仪式、公共空间以及宗教（包括迷信）、医疗、身体、性别、物质文化等途径，形塑与建构历史当事人
的想象、体验与言说。王汎森的新著《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强调“权力的毛
细管作用”观念来自福柯（Ｍｉｃｈｅｌ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１９２６～１９８４）“知识的考掘”的理念。福柯不仅只关注权力
在宏大的、公开的场面的展示，同时也注意到权力在微小的、隐密的、日常生活空间中的作用。王汎森
新著注意到，“政治”、“道德”、“权力”等各种力量，常常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渗入日常生活中
每一个可能的角落，并发挥意想不到的影响⑥。
在新文化史的影响下，“权力”的领域和意涵均有新的扩展，相关思想史研究成果同样精彩纷呈。
第一，从“文化权力”的角度而言，核心议题之一无疑是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实践与再创造。左

玉河探讨了西学大潮冲击之下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提出这一过程在晚清是以新知
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分解、整合旧学的形式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
国传统学术开始改变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毛丹通过对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的
研究，认为康氏对于大同理想的思考是以确认某种普遍知识、普世规则的存在为前提的。康氏将社会
看作可以通过科学方法认识和把握的客体，并以所谓普世、客观的“真理”来构建其社会理想，却忽视
了社会及其运转本身的复杂性，忽视了一定历史构成的各社会的特殊性⑦。沙培德（Ｐｅｔｅｒ　Ｚａｒｒｏｗ）的
《教科书：现代知识传播的典范（１８８０～１９３７）》一文，分析教科书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专业化、系统化
与新知的传承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阿梅龙（Ｉｗｏ　Ａｍｅｌｕｎｇ）在其论文《晚清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西
学传播》当中也注意到，虽然１９０５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但从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０４年，科举制度通过
吸收“各国政治艺学”，以“策问”与“策论”的形式，在传播西方知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⑧。
第二，如何通过“身体”与“性别”（特别是女性）的视角，审视权力对于思想观念的形塑，是近年来

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亮点。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１８３２～１９８５）》探讨晚清以
来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作“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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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１９００～１９５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转引自邹小站：《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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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邹小站：《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沙培德、张哲嘉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近代中国新知识的建构》，台北，中研院２０１３年版。



史。“东亚病夫”的称谓既是中国人被欺凌的隐喻，也是自身产生民族主义式社会变革的动力。从这
个意义上看，“治病”已经不仅是一种单纯的医疗过程，而是变成了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聚焦的对
象①。海清的《“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一书，关注
从清末到五四时代知识群体对暗杀、自杀、好杀等时代问题的讨论，以及知识分子就生死、自我、爱情、
伦理等生命基本问题形成的意见与想象。作者对于自杀的论述，围绕激烈行为、死亡事件和人物个案
展开，尽力追溯事件、舆论和人物思想所关联的时代信息，从中观察自我价值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
的生成和消解过程②。从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视角出发，文化权力的渗透也以更加细腻而隐微的方式，
形成与社会和国家的多重互动。日本学者坂元弘子（Ｈｉｒｏｋｏ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漫画里的摩登女郎与抗
战》一文，通过分析女漫画家梁白波笔下的摩登女郎的形象，从更多元的角度解读战争之罪恶。美国
路易西安纳大学曾玛莉（Ｍａｒｇｈｅｒｉｔａ　Ｚａｎａｓｉ）的《节俭的近代性：从帝国到民国的国家、市场和消费》一
文，关注的是“节俭”这一观念从晚清到民国的演变与实践，透过对“节俭”的广泛论辩，也可观察当时
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③。
第三，知识分子“权势网络”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互渗，构成了权力“毛细管作用”在近代

中国的另一种重要体现形式。章清立足于对“权势网络”的观察，重新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
价值认同与群体归属。在其《“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
角色与身份》一文中，作者指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聚集于《独立评论》的一群学人，其学术活动及介入公
众事务所形成的“权势网络”，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尊严，重新确立读书人在现代社会的位
置。因此，借助“权势网络”分析学术社会的建构，或许可以换一个侧面更好认知现代中国的知识分
子，尤其是审视“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④。在其另一部著作《“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
主义》当中，作者将“胡适派学人群”和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演变，放置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思想发展
的过程中加以考察，既论述了这一群体的人物谱系、政治理念及权势网络，也探讨了自由主义与社会
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及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处境⑤。
第四，晚清以来，在“寻求富强”与“驱除鞑虏”的现实努力背后，“恢复中华”的强大国族诉求，也在

知识分子的论述中逐步建立。“中华民族”是怎样通过历史叙述、英雄故事、节庆仪式乃至纪念碑与广
场等公共空间的建构，成为近代中国具有合法性和强大感召力的符号系统？它与强大的国家权力、与
知识群体的价值认同之间，又构成了何种互动关系？近年来，这些思考衍生为思想史研究者从新文化
史的角度进行探寻的重要议题。沈松侨在其《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当中
指出，在各国国族主义运动当中，国族起源的历史记忆或神话，往往成为国族主义者谋求文化自主乃
至政治独立的合法性基础。在晚清围绕着“黄帝”符号所进行的国族建构过程中，可以看到对于该项
符号的各种不同诠释，以及随之产生的几项殊途异趋的国族想象方式⑥。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
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一文中，沈松侨谈到，晚清改良派以一套独特的儒家文化秩序来定义中国，
自由派共和主义者则把中国视为一个国民共同体，革命党人又以种族为国族、用族群与血缘来厘定国
族边界，而共产党人却用社会阶级作为国族成员的衡量标准。可见，国族的定义与界域并不是既定的
事物，而是被建构、被雕琢、被铭刻、被编造出来的。国族也并没有天生而然的同构性。任何统一的国
族认同，都是在不断厘定界域、不断赋予意义，并在彼此长期相持相争的论述过程中逐渐成形与变化。
在不同的权力网络中，晚清知识分子通过“民族英雄”的系谱书写，进行不同的国族编码，树立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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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１８３２～１９８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海清：《“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均选自２０１２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ｈｔｔｐ：／／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ｇ．ｓｉｎｉｃａ．ｅｄｕ．ｔｗ／ｎｅｗｓｌｅｔ－
ｔｅｒ／０３２／ｓｉｎｏ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ｎｏｒｅｐｏｒｔ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查阅）。

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独立评论〉群体及其角色与身份》，《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北，《台湾社会研究季刊》１９９７年１２月。



国族边界，同时也催生不同的国族想象①。杨瑞松在《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与
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一书中，针对“病夫”、“黄祸”和“睡狮”这三个当代人熟知的西方人视野当中
的中国形象与国族认同符号，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论述当中这些符号对于“国族建构”的影响。作者借
此分梳百年以来东西方跨语际的互动，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爱憎交杂的纠
缠心情②。

近代以来，因为普世王权的危机带来对宗教、迷信、意识形态等终极价值的渴求，同样构成近代中
国知识分子思想世界的重要内容。吕妙芬的《明清儒学对个体不朽、死后想象、祭祀原理之论述与实
践》，阐释了近世儒学在个体灵魂不朽问题上的新发展，并说明儒家士人对于死后理想境界的想象与
相关祭祀原理的联系③。康豹（Ｐａｕｌ　Ｋａｔｚ）的《迷信及其反对者：毁庙运动在中国（１８９８～１９４８）》一文，

关注的是１８９８～１９４８年以来，由各级政府发起的毁庙运动，以此观察国家权力如何在“反对迷信”的
旗号之下，在地方社会确立自身权威④。黄克武的《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以“上海灵学会”为例》

一文注意到，在２０世纪初期的中国，灵学不但与传统宗教信仰中的扶鸾活动有直接关联，又尝试将其
与西方的心灵学、妖怪学、催眠术、灵魂照相等结合在一起，来回答生死鬼神、死后世界的终极思考，并
试图以此解决因道德沦丧带来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新媒介（书籍、报刊）和社会群体（社团）的
崛起，佛教的复兴在１９世纪后期形成显著思潮⑤。葛兆光在《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
人中的佛学兴趣及其思想意义》一文中谈到，晚清士人受到杨文会和康有为佛学兴趣的影响：一方面，

在部分士大夫眼里，单纯依靠儒家学说已经不足以应付眼前的重重危局；另一方面，在寻求富强的过
程中，国家力量的“自强”与民族精神的“自振”，需要依靠新的宗教资源赋予国民新的精神力量⑥。

除了上述活跃于上层社会的知识精英之外，民间宗教信仰也随着近代以来城市的发展，逐渐在中
下层读书人当中广泛传播。这一面相同样引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者的兴趣。根据柯若朴（Ｐｈｉｌｉｐ
Ｃｌａｒｔ）、志贺市子及范纯武等学者的研究，从道光庚子年（１８４０年）之后，中国进入一波以“三相代天宣
化、神圣合力救劫”论述为主导的宗教运动。当时的读书人如郑观应、陈撄宁、王一亭等人，都在这一
波浪潮中积极地“力行善举，挽回劫运”⑦。作为民国初年都市道教在家信众的实践领导者之一，陈撄
宁一边广泛阅读各类西方科技书籍，一边在全国各地的佛道名山旅行，访求、研读和修习不同的静坐
法。这种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并存的情形，在身处变动社会中的陈撄宁身上以并不矛盾的方式存在
着⑧。不仅如此，陈氏及其友人们还尝试在丹道传统中发掘科学因素，并在道教修行（如外丹实验）中
寻找与现代科学相似的精神和知识。另一方面，民间宗教的知识论背景，还表现为与晚清以来的民族
主义价值诉求的密切互动。“仙学”为救亡提供了实际而有效的养生法，为复原或转化民族精神（“元
气”）提供了完善的方法。它通过严格而艰苦的追求身心上的修炼，最后达到强国强民的目的。因此，

以王一亭为代表的都市精英，常因政商活动被视为现代性的楷模。然而，因宗教信仰的关系，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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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２０００年６月。

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台北，政治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

吕妙芬：《明清儒学对个体不朽、死后想象、祭祀原理之论述与实践》，收入吕妙芬主编：《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
文集：近世中国的儒学与书籍：家庭、宗教、物质的网络》，台北，中研院２０１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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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８”，２０１２年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近代中国知识史”专题讨论会论文，ｈｔｔｐ：／／ｍｉｎｇｃｈｉｎｇ．ｓｉｎｉｃａ．ｅｄｕ．ｔｗ／ｎｅｗｓｌｅｔ－
ｔｅｒ／０３２／ｓｉｎｏｒｅｐｏｒｔ／ｓｉｎｏｒｅｐｏｒｔ３．ｈｔｍｌ（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日查阅）。

黄克武：《民国初年上海的灵学研究：以“上海灵学会”为例》，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２００７年３月。

葛兆光：《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戊戌前后知识人中的佛学兴趣及其思想意义》，《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
术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范纯武：《飞鸾、修真与办善：郑观应与上海的宗教世界》，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台北，中研院
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１０年版。

刘迅：《修炼与救国：民初上海道教内丹、城市信众的修行、印刷文化与团体》，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
代性》，第２２２页；刘迅：《走向现代：民国上海的道教革新、修行与内丹社团》（Ｘｕｎ　Ｌｉｕ，Ｄａｏｉ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Ｌａ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Ａｌｃｈｅｍｙ　ｉｎ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剑桥，２００９年版。



参与灾难救援的背后，大多明显受到了自身信仰的宗教的激励①。较之王一亭，名声更为显赫的郑观
应则是晚清自强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在实业家与变革者的身份之外，郑观应曾钻研南、北派丹经数
十种，遍访丹诀五十年，从事道经刊刻与整理，出入各派丹道思想并有所体悟，是清末道教史上相当活
跃的人物。另一方面，郑观应晚年出入三教，对于当时盛行的扶乩活动多有接触。他参与的上海道德
会和崇道院是强调道术修为、扶鸾治病与救助的宗教团体②。可见，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会
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更加复杂与多元的关系；在同一个士大夫身上，也有着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紧张
与互动。从陈撄宁、王一亭与郑观应的精神世界里，不难体察历史与思想的复杂性，以及近代中国士
大夫在宗教上的终极关怀与对“现代性”的独特追求。

五　报刊、舆论与思想形塑

晚清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报纸杂志开始大量涌现，为近
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原始资料与参考文本。近年来，研究者在深入推进《新青年》《新
潮》《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名报名刊研究的同时，也展开了对那些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重大影
响但昔日关注度较低的报刊，如《科学》《努力周报》《学衡》《解放与改造》《国风》《观察》《战国策》等的
观察与思考。

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的报刊，与纯粹新闻史意义上对于报刊的研究不同。郑大华在《报
刊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一文中就提出，一方面，思想史研究试图借助报刊这一重要媒介，观察当日
诸多思想观念、知识体系、意识形态，如何借助报刊传播从而形塑社会认知。另一方面，近代报刊及其
创办者、经营者、作者与读者之间构建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网络，同人报刊营造的舆论体系及其社会反
馈、报刊论战与知识分子思想论辩等议题，也拓展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研究报刊，首先
研究报人与报刊的关系，因为报刊是由人创办和经营的，报刊的性质往往由创办者（个人或思想和学
术界群体）和经营者所决定；其次研究社会与报刊的关系，因为任何报刊都是一定社会的产物，或多或
少会带有它存在时期的社会络印；再次研究报刊与报刊的关系，一是报刊间的相互关系，二是报刊之
间的相互比较③。

潘光哲在《〈时务报〉和它的读者》一文中注意到，作为戊戌变法时期最受瞩目的期刊，《时务报》在
读书界引起的回响其实多元繁复。每位读者都会因个人关怀的不同与思想立场的差异，对《时务报》

承载／提供的信息做出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从而构成生命个体对外在局势和自我定位的认知。其
引发的回应策略与行动自然也是千样万态。整体观之，围绕着像《时务报》这样的传播媒介而引发的
读者的喜恶乐怒，其实是思想观念体系／价值系统在公共场域里的趋同或冲突。从《时务报》和它的读
者之间的互动切入，可以让人们对于传播媒介如何形成晚清中国“公共空间”，提供个案观察的视
角④。

报刊与思想史较为直接的关联，首先在于以特定的报刊（常常是同人报刊）为中心，常常形成一个
或多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以报刊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其聚散离合往往也见证
了转型时代的思想脉动与社会势力的此消彼长。五四新思潮的核心力量，是以《新青年》杂志为纽带
结合形成的一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经由地缘、师友、革命同道以及思想主张，相互吸引与呼
应、聚合而成。杨琥的《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
与聚合途径》，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解读《新青年》主要撰稿人聚集途径之变化，以此彰显五四时期思想
演进与社会变动互动的过程。可以看到，“新文化阵营”的聚合与分化，反映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
政治主张对立歧异而思想观念相互交融的复杂性。在发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这一思想的丰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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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也经历了由依赖同乡、同门、同事等传统的社会人际关系，向以思想主张一致为基础的新型社会
交往方式的转变。作者指出，新思潮核心力量是一个联合阵营，但并非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
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过后，它的分裂与重组势所必至①。
章清的《１９２０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

化的追踪》②一文，同样在讨论以报刊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史议题。章清指出，“后五四时
期”中国思想界的走向，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分化后的《新青年》群体，其同人各自搭建
起新的发言台，汇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时对于思想派别的识别，仍保持着鲜明的“文化色
彩”。随着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１９２０年代后期愈发突
出，实际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同步。追踪《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对“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及中国社
会的走向，或许也有新的认识。实际上，１９２０年代思想界因何分裂、分裂的程度如何，尤其是如何评
估思想界的分裂以及所涉及的时间断限，值得探讨。章清希望这一研究能够结合中国社会的重组，对
思想界的“分裂”做一概论性申述，以期在增进对“１９２０年代”了解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后五四时期”
中国思想及中国社会的走向。章清的另一研究《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
态》③，受到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理论的影响。这一研究旨在基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以及读
书人由此展现的新的生活形态，解析民国初年的“思想界”。一方面，此文通过描述报刊从晚清到民国
的新变化（即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以此检讨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环境的特
征。另一方面，此文试图结合读书人与报刊的互动，审视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呈现出的新特性。通过报
刊、大学及读书人之间的密切互动，能够更好地说明民初思想环境对读书人的塑造，也有助于对民初
“思想界”更好的理解。
从晚清直到民国，报刊一直是近代中国层出不穷的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科学”的理念以及“民

主”、“自由”以及“民族主义”等诸多现代政治观念，都在报刊这一大众媒介的传播之下，引起近代中国
社会思想的激荡。汪晖在对近代中国“科学话语共同体”的研究中注意到，近代科学期刊的刊行、科学
教育的普及和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是现代科学启蒙运动的先决条件和这一运动的有机部分。从民国
开始，无论在知识社群的组成还是出版物的类别划分上，都鲜明地呈现出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差
别。而在晚清民初的社会氛围中，这一分类代表着一个社会关系重构的过程。它不仅在空间意义上
把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区分开来，而且也把这种划分本身纳入一种时间和文明论的框架之中。这也
构成了科学群体及其实践在社会领域中的权威性。在社会变革的氛围中，科学概念的运用范围远远
超越特殊技术的范畴。人们争论进步与倒退、争论革命与改良，一如科学共同体争论真理与谬误，因
此社会运动的合法性模式与科学的合法性模式是极为接近的④。
近些年来，围绕近代中国的报刊而进行的思想史研究，显示当今学界除了运用传统研究方法以

外，不少学者试图引入西方社会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如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的研究范式）以及新文化
史的理念等，对报刊、舆论、社会网络等思想议题予以重新解读。
王汎森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⑤一文中，以“官”与“民”的关系为例，指出掌握

在非官方手里的传播网络，往往表达各种逸出官方正统的思想。人们不必透过上书的方式，而是直接
在报刊上表达。报刊这种新网络促成新式“舆论”的出现，也造成一种“公共舆论”，即一种相对于官方
而言具有独立意味的领域。公共舆论甚至可以与官方的意识形态竞争，并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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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杨琥：《同乡、同门、同事、同道：社会交往与思想交融———〈新青年〉主要撰稿人的构成与聚合途径》，《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

１期。

章清：《１９２０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对〈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的追踪》，《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６期。

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０８～１１１１页。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康乐、彭明辉主编：《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版，第８４页。



志。晚清哄传一时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事件，便已透露出《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是如何
挑战官府的判决。而官方的权威与意识形态，也都广泛地受到这一类公共舆论的新挑战。王汎森同
时指出，新报刊与印刷物的流传，也使得知识精英的上升渠道日渐多元。在科举之外，有些人依靠在
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言论界的骄子。即使没有功名，也可以迅速积累象征性资本。思想上“主流论
述”的产生与运作方式也产生新的变化。不过，报刊与印刷固然使多元思想可以公开表达流传，并与
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竞争；但某些论述也可能凭借强势媒体的力量，压抑了多元声音的释放。
王奇生在《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①一文中，从社会史的视角，描摹

五四人所认知的新文化的面相和内涵。《新青年》从一份默默无闻的“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
化的“金字招牌”，经历了一个相当繁复的“运动”过程。作者指出，过去研究者较多关注“运动”的结
果，而不太留意“运动”的过程；对“运动家”们的思想主张非常重视，对“运动家”们制造议题、刻意炒作
的文化传播策略及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则甚少注目。文章指出，回到历史现场，新文化人对新文化
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后世史家却一致认同陈独秀“拥护德、赛两先生”的主张。今人所推
崇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白话文运动和反
对孔教）的议题，却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
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
事，更有相当大的出入。
陆发春的《新生活的观念及实现———以五四时期胡适及〈新生活〉杂志为讨论中心》一文，关注胡

适作为五四时期新生活观念提倡者的一面②。胡适、李辛白、李大钊等倡导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以

１９１９年８月至１９２１年８月出版的《新生活》周刊为文化阵地，反对阻碍新生活的旧道德。他们打破
军阀势力，调查和了解中国社会现状，以面向劳动大众的社会生活改良为起点，倡导人们追求大众的、
进步的新生活。胡适等新文化派代表人物对新文化与新生活关系理论探究，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
要内容。黄克武在《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一文中注意到，上世纪５０、６０年代
对台湾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的《文星杂志》，其风格从温和到激进的变化，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

１９５８年胡适返台之后，刻意与《文星杂志》保持距离。因此，他在《文星杂志》的角色并非主动参与，而
是被动地被推上历史舞台。到１９５８年时，胡适或许自觉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出任中研院院长一职。
这一角色使他与反对威权政治的自由主义者，刻意保持一定距离，思想与行动上亦趋于保守。不过，
胡适所代表的政治主张与文化关怀，却因为《文星杂志》的努力推广发挥了影响力。１９６２年之后，《文
星杂志》在李敖接棒后的激进化转向，无疑深受胡适思想的影响③。

六　结　　语

本文围绕近２０年来涉及观念史、思想文化与社会转型、知识分子、新文化史以及报刊史等五个领
域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简要地概括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领域的部分新议题、新理念及其与
过往思想史研究传统的关联，尝试借此凸显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与大致脉络。
可以看到，从清中后期直至民国时期，近代中国处于“过渡时代”的历史变局之中。围绕着传统与

现代、中国与西方、启蒙与反启蒙等现代性的不同面相，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辩论与实践，往往彼
此激荡、相互交织。借用余英时形容“五四”时期知识界的话来说，过渡时代的思想世界由许多变动不
居的“心灵社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ｄ）所构成，不仅有许多不断更新又彼此冲突的方案，而且每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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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陆发春：《新生活的观念及实现———以五四时期胡适及〈新生活〉杂志为讨论中心》，《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
适先生诞辰一二〇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２７～２４２页。

黄克武：《一位“保守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与〈文星杂志〉》，《胡适与现代中国的理想追寻———纪念胡适先生诞辰一二〇岁诞
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３３２～３５９页。



案也有不同版本①。可以说，立足于对“多元现代性”的理解，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贯通而全
面地观察近代中国思想的内外互动，成为近２０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自觉追求。
具体来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图景呈现出几条主线和大方向，或许值得研究者关注与思考。

首先，近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巨大变化，与儒家“天下观”的瓦解密切相关。以“世界大势”为价值标准的
新世界观（全球意识），开始主导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那么，在一个“万国”竞逐的“世界体系”逐渐代
“天下观念”而起的时代里，民族国家如何取代帝制王权，竞争关系如何取代朝贡制度，以国力比拼为
核心的世界政治秩序如何取代“怀柔远人”式的文明教化，值得研究者再思。近年来，近代中国思想史
研究者已经开始关切“从周边看中国”、从多元脉络下反思“中国认同”。实际上，思想史研究这一新的
转向，也逐渐引起研究者从边疆民族、朝贡体系、国际条约、区域关系（如殖民地与宗主国等）的框架当
中，思考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广泛兴趣。
其次，“天下体系”的崩解与“世界意识”的形塑，与一整套新的地理知识、医学知识、生物知识、化

学知识、社会知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密不可分。同时，近代中国日渐发达的报纸、杂志、广告等现代媒
介以及译书局、印刷厂、辞书编纂等文化生产机构，在新知传播与推广过程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
色。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于从西方（包括日本）传入的新名词与新概念的迎受与排拒，实际上展现出
中国社会思想、观念、认知变迁上的曲折历程，折射出近代中西文化思想交流的回环往复。因此，从
“知识”的角度，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对于知识观念（如进化、民主）的选择、知识文本（如教科书、词典）的
编纂、知识体系（如学校教育、妇女教育）合法性的建构、知识流通的渠道与途径（如翻译、出版）的拓
展，将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新亮点。
第三，随着儒家价值系统的衰微与王权瓦解，近代中国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重构，成为贯穿晚

清民初思想史的核心议题。过往思想史研究对于政治秩序的讨论，较多集中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
宪政秩序等层面。未来的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或许可以结合前述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大力拓展研究
视野与思考深度。比如，晚清以来，当王权“受命于天”的政治正当性，逐渐被民族国家“主权在民”的
民主观念所更替，帝国的“臣民”如何实现朝向民国的“国民”转型？在中国与世界的背景下，“国土”的
完整、“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以及“国权”（主权与利权）的确保，如何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思考与实践的
重心？又如，西方诸国（包括日本）顺应“世界大势”而实现的国家富强，如何反向构筑中国知识分子对
于强大现代国家的美好想象？另外，世界竞争中普遍存在的“公理”与“强权”的分裂，西方列强内外政
策的鲜明反差，又是如何催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国家”与“世界”两歧性思考，左右着他们对于不
同现代国家的褒贬态度？为什么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普遍相信，在以国家力量为基础的“世界的
国家主义”之上，还有着属于更高层次的、“人类全体文明”的“国家的世界主义”？
另一方面，从心灵秩序的层面来看，随着传统儒家的宇宙观和价值观，逐步被新知识体系中的科

学“公理”所瓦解，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的超越来源逐渐丧失。这一历史转型的过程，接近于马克斯·
韦伯对于西方现代社会转型的描述，即所谓价值的“祛魅”。然而，在一个由前现代社会走向世俗社会
的过程里，无论是国家力量的“自强”、民族精神的“自振”还是个人价值的安顿，人们对于超越性的终
极价值资源，同样有着新的渴求，以期填补心灵世界因传统价值失序之后的精神缺位。可以看到，在
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宗教与科学、个人道德与政治秩序，存在着多元互动的关系。读书人的终极
关怀与他们对“现代性”的独特追求之间，也有着复杂的联系。因此，在政治秩序瓦解和儒家道德衰微
之后，知识分子与普罗大众对于新宗教（如佛教、道教、诸子学等）、新道德（如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
和新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新儒家）等终极价值和心灵秩序的探寻，
也构成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四，伴随着近代中国的急剧动荡，社会重心开始动摇，中国社会的权势转移带来社会空间的重

整。传统士绅阶层的逐渐消失和新兴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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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士绅阶层的边缘化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重新崛起，在过渡时代几乎是同时展
开却又彼此交织的社会趋势。一方面，在晚清主导国内变革的，正是新政之后活跃于政治舞台的广大
绅士和官僚，由他们建构而成的诸如赈灾、慈善等公共空间，并非与国家权力相对峙的组织，而是基于
地方士绅公益精神的“国家权威的政治性设置”①；另一方面，随着众多报刊、新式学堂、社团（商会、学
会）在北京、上海及其他大城市的出现，现代知识分子开始依托这些新式社会建制开展社会活动。身
份多元的知识分子在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形成了知识生产、流通的
文化交往网络与政治批判的公共领域②；这些社会网络的形成，逐步建立起近代中国“社会”的雏形。
因此，士绅势力的兴起如何导致绅权扩张，从而引发晚清政治权力的向下移动？在报刊、社团与学校
当中，新的理念如何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政治变革联系，形成近代中国强有力的公共舆论？知识分子
社群如何与职业军人、工商业者等新兴阶层一道，逐渐成为推动和参与晚清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改革的主力和新的社会重心？这些，或许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需要聚焦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网
络”的新议题。

综上所述，多元现代性视野之下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逐渐跳脱“从传统到现代”的线性历史目
的论，也逐步修正描绘近代中国思想历程的“冲击－回应”模式。研究视野的转变，带来新的研究议题
的涌现，也赋予思想史多元的内容：从中心到边缘、从思想精英到民间读书人、从旧学新知到报刊舆
论、从各类“主义”到知识分子行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引入，特别是新文化史研究方法
的交叉融合，扩大了传统思想史研究的范畴与边界，打通了思想史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壁垒，也引发了
研究者对于思想史研究学科建设的深层思考。相信随着学术研究与学科互动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深入
发展，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传承、创新与交流将更加多姿多彩、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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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炼，历史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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